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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匀质的，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由于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像人力资

本这样的生产要素在现实版全球化中是难以自由流动的。西方国家的民族观是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

源式的，严重影响了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源于中华文化的中国式民族观尊崇互为中心、互为边缘、互为起源，具

有更大的包容性，有利于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更适合全球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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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民族视角进行“一带一路”研究，是为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运用全新的理论范式审视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力图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促进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为世界经济贡献我

们的模式。

一、变化了的世界经济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不断发展，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如此成绩，经济学家开始寻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源泉。面对一个

全局性的经济奇迹，如果延用既有的经济理论，是难以得到自洽结论的，要想圆满地解释新的经济

成长，只有使用全新的理论框架，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早期，亚当·斯密将利己的动机赋予了道德

的内涵，较好地诠释了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工业社会

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斯·韦伯赋予新教伦理以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美国东北

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化模式，并使之蔓延到了整个美国，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立了工业社会的典

范。后来，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资源视为资本，找到了 20世纪 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无法解释

的经济增长6/10的源泉，使人力资本大大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而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外经济学家无法解释的一个奇迹，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全新的

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进行合理的阐释，提炼出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就与西方不同，西方社会一直以文化为分野，宗教认同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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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认同形式，民族问题更是充满强权与压迫。这极大地影响了统一民族大市场的形成，使得资

源配置难以实现规模与范围效益的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受到限制。在千百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由于发展模式的作用，宗教的排他性弊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克服。这使得中华民族在技

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在封建社会就不断发展进步，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一个民族，我们

的凝聚力来源于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统一致。如此，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经济体就非常容易发展壮

大，我们在市场规模与范围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

要源泉。

二、现实版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是民族与文化分野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经典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影响当前全球政治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因子，它将以极大概率产生于具有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这也是造成迥异的文化不信任的基础[1]（1，14，15）。

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有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划分维度，18、19世纪的文献中大量提到民族问题，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一词出现的频率才大幅降低。民族问题受到各国重视程度

的变迁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第一次全球化发端于工业革命伊始，如塞缪尔·亨廷顿指明，在这

一时期，积极扩大全球市场并拓展投资空间成了各个国家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战略目标[2]。因此，以

不断占据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势力范围为行动逻辑的摩擦、争夺和战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生。

进入 17世纪，欧洲各国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达成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其承认国家主权，并强调

多元共存的内核影响至今。它“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签订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3]。这期间，有些后来崛起的

国家不满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对其进行的约束，于是大肆抢占殖民地，寻求自身民族经济规模、范围

效益的最大化，终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缓和这一矛盾，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国规定了

新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都退回到“一战”以前的势力范围，以寻求旧有的和平与均势。随着殖民

地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又受到了强大的挑战，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

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审时度势地废除了殖民地制度，使世界重新回到了威斯特法

利亚体系，人类也才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然而，上述体系是以“冻结”世界均势格局为前提的，

而今，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实力此消彼长，新的不平衡又一次出现了，新的震荡调整期已经到来。

过往数百年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均势“冻结”和“反冻结”震荡的过程。前者昭示了世界的和平安

定，但是稳定是短暂的，而后者则是相对长期的状态，其间民族问题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关键因素。

为把控既得利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出现摩擦甚至战争。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

不正视民族问题，世界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文明有其鲜明的独特性，也因此实现了非

同凡响的成就，而中国人对此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基于此种文化背景，从文明角度出发解构问

题成了中国大部分学者的思维模式[1]（1~2）。总的来说，从文明角度展开研究和考量问题的中国模式

得到了国外学者的认同，历史上，这种模式就对人类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

夫·奈（Joseph S. Nye）早在 1990年就指出，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性的软实力，与硬

实力是同等重要的，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是否认同和追随，受到该国软实力的影响，即文化是否

具有吸引力，有多大的吸引力[4]。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贝罗奇（Paul Bairoch）通过其关于 1750年到

1980年国际制造业的相关研究发现：18世纪中叶，世界制造业 1/3的产值源自中国，而印度和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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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占比分别在 1/4及 1/5上下浮动，但这一阶段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迅速发展制造业的时期。发

展至 1830年，西方整体的制造业产值开始超越中国。而进入 19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开始主宰世界

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在西方整体繁荣的同时一些国家的衰弱。关于此种现象，在经济体发展

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学术界能找到多种解释，但是毋庸置疑，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奉行的文明与民族

的零和博弈是一个关键诱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文明与民族融合的全

球化模式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进入 20世纪，根据 1913年的相关数据整理发现，世界制造业的产值

出现了大的逆转，非西方的产值仅占 1830年的 2/3[5]。检视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可以看出，在中

国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和其他经济体的繁荣是共同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带动了

其他国家的繁荣。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西方学者就注意到东西方发展模式的不同，认为发展模式不只存在西方

模式。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于 1955年就指出，新诞生的东方政治社会不可能复制西

方，它将采取新的模式，而任何关于东方政治社会将与西方政治社会趋同的幻想都是荒谬的[6]（82）。

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事实无数次地教育了他们，并证明基于东方智慧的文化与民族交

融模式是优于西方模式的。关于此，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就认为，理论被认可为范式的前

提在于要明显强于竞争对手，然而也无须特意为此做出解释，现实也证明它无法解释所有它可能遇

到的事实[7]（17）。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国家民族间的经济交往程度越深，世界体系的稳定性就越强。

梳理过往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这一论断并不正确。关于民族国家经济层面相互依赖的程度将引

致的后果，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研究指出，这一关系带来和平或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对未

来贸易的预期。只有各国所预期的态势良好的贸易发展在观测期内持续下去，才会最大程度地增

进和平[8]。这是一个复杂的发展系统，不单受贸易和经济因素影响，系统内其他因素也在发挥重要

作用，或促进或抑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95年就指出，当下的全球文明，从整体看仿

佛是单一的薄板，但是世界发展进程中所积淀的多样化的民族认同、宗教文化、文明体系、传承和价

值观等均隐藏在这块薄板之下[9]。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一种，除

此之外，文化、宗教、民族等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其异同也塑造了东西方模式实质性的不同。因此，在深入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注重研究这些差异，

特别是民族、文化因素产生的差异，为当今的全球化贡献东方智慧。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离不开民族与文化要素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人类共同的记忆，在欧亚大陆上重提丝绸之路，希望沿线各国共同享受

中国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同时，也希望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相关国家能够像从前在中国丝绸贸易、

陶瓷贸易中得到实惠一样，重新从再次崛起的海洋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除了让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化对过往大国开

拓市场的经验教训的认识之外，也将对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及市场开拓大有裨益。基于

不同的角度，对市场开拓的理解也是迥异的。如国内学者黄琪轩、李晨阳所言，自由主义者以满足

制造商利益为目标而实施市场开拓战略；现实主义者开拓市场的行为逻辑则从确保大国安全和利

益出发；马克思则认为资产阶级在全球奔走的目的在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列宁、约翰·霍布森等认

为寻求原材料产地，同时为产品过剩寻找消化市场是帝国主义实施市场开拓战略的目的[10]。然而，

世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早已证明，开拓市场这一行为本身不是一件简单或平和的事情，很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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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方与被开拓方的反应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一次战争。如西方学者指出：贸易多寡和增长水平之

于国家政治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当前国际秩序下的贸易增长本身对于缓解紧

张的国际环境增进稳定的作用微乎其微[11]（16）。

由此可见，在开拓市场，追求市场经济规模、范围效益最大化的时候，市场力量并不能决定一

切，除此之外，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民族、文化维度也是关键的影响因子。“一带一路”倡议作为

全球化的中国模式，其产生背景和时代特征均要求我们立足民族和文化维度，以此为研究基础，丰

富民族经济学，使之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为中国版全球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大致可从国内和国外两个向度进

行研究。古典经济学中的规模与范围已经阐明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市

场范围的扩大化，原本相互独立、相互隔离的市场之间的联系将越发紧密。一般而言，专业化分工

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相伴相生，当专业化达到一定的集中度时，对市场的广域度就有了新的需求，以

便消化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因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带来的网络交易的便捷性，直

接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量呈几何级增长，其间因既得利益问题而产生的冲突是无法规避

的[12]（48~50）。因为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影响甚至改变了国家间的经济格局，进

而产生了一种名为区域间主义的新的经济现象。该现象是区域集团主体性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

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互动层次[13]。对此，黄河提出，多个主体国家之间共存的区域，或者是跨区域范

围之内存在的共有利益和需求，此种现象并不与全球化背道而驰，但是有其独特性。所以当全球性

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时，或者当国际公共产品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时，区域内或区域间的利益主体

国家将在共同需求的驱使下，设计最大限度满足实际需求的区域公共产品，并为之分摊成本，从而

将较小的公共区域嵌入较大的公共区域[14]。

当前，国际范围内有无数个区域间组织，它们都以协调区域事务为根本目标，但是协调的效果

却各有差异。整体而言，当区域间组织内部的成员以相似的民族或文化认同为结盟的基础时，其协

调效果就相对较好，而那些建立在较大文化差异背景下的区域间组织就很难达成其预期目标。换

言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行过程中，如果缺乏对民族及文化维度的关注，区域间将出现冲

突和矛盾，一旦重视这两个维度，上述矛盾就会得到一定程度解决甚至全面解决。

四、民族视角对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大量涉及国内外的民族、文化问题，需要我们逐个去求证

并解答。此时，民族命题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需要我们去发展、去创新。

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满

足了沿线各国的发展意愿，提供了一个比以往更具包容性的平台。因此，近睦远交，秉持亲、诚、惠、

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促进沿线国家的认同感，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15]。2015年 10月 15日，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

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16]。2016年 8
月 1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总结经验、坚定信心、

扎实推进，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

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17]。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开业仪式和亚洲相互协作

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分别指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18]。如此看来，“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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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在促进区域合作的同时，也将加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最大限度促进

沿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带一路”不只是国家间开展对外贸易的平台，它还是不同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一条渠道，

它涉及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安全、宗教等方方面面，必将开启一种人类交往的新模式。但是在这一

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一定是经济搭台、全方位唱戏，这才符合中国一贯的关系模式，才能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这一过程涉及国际国内多个层面的民族关系：国际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内，

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民族间关系的研究，恰好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出现了很大程

度的重合，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学科理论，从民族视角研究“一带一路”问题。如施正一先生所提出

的，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角度而言，民族经济学可以世界上的民族

国家为研究对象，就其经济现象展开研究，既可做宏观研究，也可做微观研究，既可做一般的理论研

究，也可做具体的应用研究；狭义层面的民族经济学是以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为研究主体，以

少数民族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为例，就是以研究国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

内容，但不是脱离汉族，而是同汉族紧密相连的，并作为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19]（291）。

“一带一路”建设总体上有助于我国实现比较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

岛经济走廊的建设将为广西和云南带来机遇，促进其桥头堡位置的巩固和发展，提升西南地区对外

开放水平。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对西北尤其是新疆地区而言，是新

时代最大的发展机遇，无疑将改变长期以来对外开放战略中西北地区的区位劣势。而中蒙俄经济

走廊的推进，在提升东北对外开放度的同时，也将为振兴东北注入新动力[20]。同时，随着倡议的推进

落实，沿边地区将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如东兴、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等，推动边境

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21]。“一带一路”倡议除了促进内陆后进地区的改善，也将为沿海地区提供

更为广阔的市场，为进一步提升沿海城市竞争力注入新动力，促进其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工位置的

调整。

“一带一路”倡议的先期工作是打通周边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中，3条的节点在新疆，1条核心

在内蒙古，1条紧密依托西藏自治区，还有 1条关乎云南和广西。可以说，6条走廊，条条依托民族地

区，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将会从改革开放的大后方

变成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这样一种国内区域发展格局的巨变，促使我们加快研究民族问题、文化问

题和民族经济问题，重视我们以前没有关注过或关注较少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维度，这会

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五、中国的民族模式更符合“一带一路”的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将影响更多国

家，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福祉。然而，这一倡议首先面对的就是国际国内的民族问题，需要我们

优先加以解决。目前，在西方理论主导下的国际国内民族关系都不够理想，这已经成为我们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障碍，因而更加需要产生于中华大地、符合全球化需求的民族学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市场是匀质的，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

并非匀质，生产要素也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比如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就是一种

基本上无法自由流动的要素，在地域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民族国家特征，产生这种结果当然可能存在

多种原因，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具有民族文化属性，其在思想文化层面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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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并形成迥异的地域适应性，影响了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人力资本难以自由流动的影响因

素主要是民族文化因素，而且主要是目前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主流民族观。西方民族观体现为：世

界存在着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这样一种秩序，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是世界的外

围，人类文明的发展将会不断从中心扩散到外围；现代世界存在核心，那就是西欧、美国这个区域，

除此之外，都是外围，各种形态的知识将不断从核心向边缘外溢；人类社会存在起源和非起源之分，

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线性的，今天的西方就是明天的非西方。正是因为西方这种看待民族文化的世

界观，导致世界不断出现动荡，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动不动就需要用战争来实现的平衡。这是因为，

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远不是西方学者设想的单一线性的，不同民族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演进路

径，用单一的模式加以框定，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冲突。这可能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

明、东正教文明存在冲突的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如今宗教文明分界线边缘不断爆发战争的原因。这

种基于文明冲突而爆发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的推进，是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文化思想

障碍。

中国人拥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民族观，我们的民族观是基于道教太极图的元思维，太极图内

“两个蝌蚪”是可以随时转换位置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因此，在中国人的民族观里，不存在

中心/外围、核心/边缘、起源/非起源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各个民族是互为中心、互为边缘、互为起源

的，世界的发展不存在线性关系，没有固定的模板。这在近代的“华夷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近

代历史上，在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有人主张用血统来划分，但更多的人主张用文化

认同来划分，认同儒家文化者，夷狄亦华夏；不认同儒家文化者，华夏亦夷狄[22]。如此一来，中华民族

就摆脱了血统的束缚，而通过文化认同来塑造民族，民族规模迅速扩大，发展成全球最大的一个民

族；而且因为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这种文化就不可能来自某个具体的基于血统的民族，而是所

有血统民族的大集合。这种基于中华民族发展路径的历史观，正如汪晖所言，互为中心、互为边缘、

互为起源的历史观是一种超越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其迥异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心/外围、

核心/边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等级体系[23]。正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平等的历史观、民族观，可以

让人类摆脱血统的束缚，大力发展全球化，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更大的“朋友圈”，实现经济活动的

规模范围效益，推进全球化走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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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 tural Basis of the“Bel t and Road I ni tiative”

Based on the Ethnic Perspective

LI Ling-yan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Classical economics assumes that the market is homogeneous and that production factors can flow freely.

However，due to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ethnic culture，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human capital are difficult to flow

freely in the actual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Because the western nation’s ethnic outlook is a central / peripheral，core / pe-

ripheral，origin / non-origin ethnic，it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unified market；the Chinese-style eth-

nic outlook derived from Chinese culture，respects each other as the center and marginal，non-originated creed，which has

greater inclusiveness，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world market，and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global-

ization.

Key words：“Belt and Road Initiative”；Ethnic Perspective；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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